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贻贝对麻痹性贝类毒素的蓄积代谢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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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麻痹性贝类毒素(paralytic shellfish toxins, PSTs)能够导致贝类、鱼类等海洋生物染毒或死亡, 危

害海洋生态安全及人类健康。其中, 贻贝具有强蓄积性特点, 在国外可作为 PSTs 的指示性生物。近年

来, 我国因食用贻贝造成多起 PSTs 中毒事件成为安全关注重点, 因此急需弄清其风险形成机理。本文

通过综述我国近海贻贝等贝类中 PSTs 的风险程度、贻贝对不同产毒藻来源的 PSTs 的蓄积作用, 分析

环境因子对于蓄积代谢的影响, 深入挖掘贻贝蓄积代谢特异性。进而聚焦贻贝代谢阶段的表达调控过

程、影响因素、转化作用及方式等。未来应侧重于摸清我国目标区域贻贝等海洋贝类中 PSTs 基础风

险规律和变化过程, 并据此建立区域性 PSTs 风险防控技术, 提高我国贻贝中 PSTs 风险的主动防控能

力, 对于保障消费者健康和海洋生态安全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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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 有害赤潮在世界范围内呈现出频率增

加、区域扩大、危害日益严重的发展趋势, 导致贝类

中贝类毒素的安全风险愈加严峻[1]。根据所引起的中

毒症状 , 可将贝类毒素分为 : 麻痹性贝类毒素

(paralytic shellfish toxins, PSTs)、腹泻性贝类毒素

(diarrhetic shellfish poisoning, DSP)、神经性贝类毒素

(neurotoxic shellfish poisoning, NSP)、记忆缺失性贝

毒(amnesic shellfish poisoning, ASP)和西加鱼毒素

(ciguatera fish poisoning, CFP)等[1-2], 其中 PSTs 是最

具代表性的一类, 分布最广、毒性最强[2]。PSTs 主要

由海洋环境中的亚历山大藻(Alexandrium)、裸甲藻

(Gymnodinium)、盾甲藻(Pyrodinium)等甲藻及生活在

淡水中的蓝绿藻产生[3]。双壳贝类滤食有毒藻类, 毒

素在贝类体内蓄积或通过食物链作用传递至人类 , 

引起人类食物中毒[1]。全球每年因 PSTs 导致的中毒

事件约 2 000 起, 占贝类毒素中毒事件的 64%[4]。其

中, 双壳贝类(包括贻贝、扇贝、蛤和牡蛎)是最主要

的食物链传播来源, 也是美国、加拿大、欧盟等国

家及组织开展 PSTs 管控重点 [3], 欧盟限量标准为

800 µg STXeq·kg–1[5]。我国是全球第一贝类养殖大国, 

同时也是 PSTs 有害赤潮高发国家之一。 

近年来 , 我国沿海地区多发 Alexandrium 、

Gymnodinium 赤潮, 主要分布在渤海(秦皇岛)、东海

(浙江、福建及南宁)部分近岸海区[1, 6]。其中, 秦皇岛

海域自 2016 年起春季连续暴发 Alexandrium 赤潮, 贻

贝中毒素蓄积量最高为 52 072.8 µg STXeq·kg–1, 超过

欧盟限量标准(800 µg STXeq·kg–1)的 65 倍[7], 可见危

害之严重性。同年福建近海暴发 Gymnodinium 赤潮, 

其中贻贝中 PSTs 蓄积含量最高[8-9]。此外 Isabel 等[10]

的研究也表明, 贻贝较其他贝类具有更高的蓄积能力, 

它也是造成我国 PSTs 食物中毒事件的主要物种[11-12]。

因此, 评估贻贝对 PSTs的蓄积代谢特异性, 对于我国

质量安全监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贻贝是我国四大经济贝类之一, 紫贻贝、翡翠贻

贝和厚壳贻贝是我国沿海常见种类 [13], 最适生长温

度为 5~22 , ℃ 盐度为 15~40, 是环境适应能力较强

的广温广盐类生物。贻贝属于滤食性生物, 并且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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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环境具有强耐受力, 因此国内外学者已经将其用

于海洋重金属[14-17]、全氟化合物[16]、农药[18-19]等污

染物的监测研究中, 作为生物指示物评估海洋生态

系统的污染状况[15]。近十年来, 研究人员在实验室内

不断模拟双壳贝类蓄积和清除 PSTs 过程, 发现贻贝

相较其他贝类, 具有蓄积速率快、蓄积量大、清除快

等特点[20-21]。这也使得贻贝成为研究 PSTs 等海洋污

染物初始组分的重要指示生物。因此亟需深入探究

贻贝在 PSTs 污染监测过程中的蓄积清除及代谢转化

机理, 对于准确评价其安全风险并构建有效防控措

施具有重要作用。 

1  我国近海贝类中麻痹性贝类毒素

风险 

我国近海 PSTs 污染由来已久, 21 世纪初北黄

海、福建沿海、长江口邻近海域、广东沿海 PSTs 污

染问题较为突出, 中毒事件时有发生[1]。近年来, 渤

海和福建沿海 PSTs 污染较为严重[22]。为准确探究我

国近海贝类中 PSTs 风险程度, 表 1 总结了 2005— 

2019 年我国近海贝类中 PSTs 调查结果。其中, 渤海

2016年河北秦皇岛贻贝产品 PSTs 含量超标, 导致 10

余人中毒且 2 人死亡。污染调查中发现 PSTs 最高含

量达到 52 072.8 µg STXeq·kg–1, 是欧盟限量标准 

(800 µg STXeq·kg–1)的 65 倍, 贻贝污染极为严重。之

后 2017 年、2019 年连续监测, 发现贻贝等贝类中

PSTs 检出率和残留量都有所下降 [23-24], 但为防止

PSTs 污染的突然爆发, 应针对贝类中 PSTs 的风险构

建有效防控措施, 以便准确认知我国贝类中 PSTs 的

残留风险。黄海海域 2007—2008 年贝类污染调查中

虾夷扇贝的 PSTs检出率达到了 79.2%, PSTs残留量为

262.0~8 339.6 µg STXeq·kg–1[23, 25]。2016 年牡蛎等贝

类中 PSTs 最高含量为 562.9 µg STXeq·kg–1, 接近欧盟

限量标准, 亟待引起关注。东海海域 2016—2017 年贝

类中 PSTs 检出率和最高残留量分别为 74.2% 和

23 293.0 µg STXeq·kg–1[26], 直接导致 2017 年 6 月福

建漳州发生数十人贻贝 PSTs 中毒[27], 贝类中 PSTs

风险程度极高。在 2017 年贻贝污染后续调查中, 发现

贝类中 PSTs 残留量降低至 71.0 µg STXeq·kg–1, 存在

地域性反复风险。南海海域 2005—2006 年贝类中 PSTs

检出率为 14.3%, 最高残留量达 3 700.0 µg STXeq·kg–1, 

是限量标准的 4.6 倍, 污染严重[28-29]。之后的南海贝类

中 PSTs 污染调查中检出率逐年增加, 2010—2011 年是

32.9%, 2015 年更是达到了 86.0%[30], 但南海贝类中

PSTs 残留量却在逐年下降。综上可见, 随着我国环境

污染得到有效控制, 有害赤潮由大面积爆发转为小范

围板块化暴发趋势。由于有害赤潮后产生的丰富孢囊

沉降至表层沉积物, 受环境影响成为有害赤潮的“种子

库”, 显著提高目标海区的 PSTs 暴发风险。 

 
表 1  不同海域贝类中麻痹性贝类毒素分布情况 
Tab. 1  Distribution of paralytic shellfish toxins in shellfish in different sea areas 

海域 贝类品种 检出率/% 最高残留量/(µg STXeq·kg–1) 最低含量/(µg STXeq·kg–1) 高风险季节 年份 

贻贝 - 52 072.8 12 381.4 春季 4、5 月 2016 

贻贝 - 11 954.0 - 春季 4、5 月 2017 渤海 

贻贝、虾夷扇贝 61.1 288.5 4.9 夏季 2019 

虾夷扇贝 79.2 8 339.6 262.0 春季 2007—2008
黄海 

牡蛎等 - 526.9 1.4 春季 4 月 2016 

牡蛎 74.2 23 293.0 2.9 夏季 6 月 2016—2017
东海 

贻贝 44.0 71.0 55.8 夏季 7、8 月 2017 

牡蛎等 14.3 3 700.0 - 春季 2005—2006

贻贝等 32.9 643.3 229.0 冬季 2010—2011

扇贝等 86.0 131.0 - - 2015 
南海 

贻贝 - 220.9 1.0 冬季 12 月 2017—2018

注: -表示无数据 

 
 

从 2005—2019 年的全国近海贝类养殖区 PSTs

污染调查数据发现: 贝类毒素污染存在季节性差异, 

与产毒藻的季节性生长有较大关系 [31-32], 尤其是受

海水温度影响显著[33]。我国海域南北跨度大, 调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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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南海贝类中 PSTs 含量多在冬季或早春达到最高。

东海纬度高于南海, 贝类中 PSTs 检出率和超标率也

相应推迟到夏季 6、7、8 月份达到最高[9, 34], 而黄渤

海 PSTs 污染多在 4、5 月份暴发[33, 35]。贻贝作为我

国沿海重要养殖经济贝类, 四大海域贻贝的 PSTs 检

出率和残留量都较高 [36], 这也与贻贝具有蓄积速率

快、蓄积量大的研究结果相一致。为保障我国贝类

产业健康发展和消费者生命安全, 亟需深入探究贻

贝中 PSTs 的蓄积清除及代谢转化规律, 以便更好的

对贝类毒素安全风险进行有效管控。 

2  贻贝对麻痹性贝类毒素的蓄积、清

除特性 

贻贝能够快速蓄积大量 PSTs, 具有蓄积速率

快、蓄积量大、蓄积率高的特点。如表 2 中所示, 贻

贝蓄积速率最高为 1 736.0 µg STXeq·kg–1·d–1, 是其

他四种主要经济贝类的 3~15 倍[37-42]。邱江兵等[42]

和 Katsushi 等[40]PSTs 暴露实验中贻贝的整体蓄积率

分别达到 13.6%和 14.6%, 高于牡蛎的 8.3%、菲律宾

蛤仔的 2.5%和文蛤的 12.4%; 贻贝能够蓄积大量

PSTs, 暴露实验中贻贝体内 PSTs 含量分别达到了

8 680.0 µg STXeq·kg–1 和 10 960.0 µg STXeq·kg–1, 约

是欧盟限量标准(800 µg STXeq·kg–1)10.6 倍和 13.7

倍。Shumway 等[43]研究表明贻贝神经元轴突对 PSTs

毒素 STX 不敏感, 这可能是贻贝 PSTs 蓄积速率快、

蓄积量大的主要原因之一。贻贝组织间蓄积速率和

蓄积量存在较大差异[44], 内脏团是贻贝蓄积 PSTs 的

靶器官, 对 PSTs 蓄积速率和蓄积量都远高于鳃、闭

壳肌、性腺等其他组织[42], 内脏中毒素含量有时甚至

可以达到整体的 90%以上[45]。 

 
表 2  不同贝类对麻痹性贝类毒素的蓄积规律 
Tab. 2  Accumulation of paralytic shellfish toxins by different shellfish 

贝类 

品种 
藻种 

单细胞产毒/

(fmol·个–1)

暴露

时间/d

蓄积 

靶器官
蓄积速率/ 

(µg STXeq·kg–1·d–1)

蓄积量/ 

(µg STXeq·kg–1) 

蓄积

率/%

参考

文献

贻贝 塔玛亚历山大藻(ATHK) 36.7 5 内脏团 1 736.0 8 680.0 13.6 [42]

贻贝 塔玛亚历山大藻 95.3 8 内脏团 1 370.0 10 960.0 14.6 [40]

栉孔 

扇贝 
塔玛亚历山大藻(AT5-3) 7.95 4 内脏团 380.6 1 903.0 84.0 [41]

牡蛎 微小亚历山大藻 14.3 10 内脏团 113.8 1 138.0 8.3 [37]

菲律宾 

蛤仔 
塔玛亚历山大藻(南海株) 33.3 7 内脏团 134.4 969.2 2.5 [46]

文蛤 塔玛亚历山大藻(ATHK) 36.7 15 内脏团 589.3 8 840.0 12.4 [38]

 
贻贝在暴露实验中能够快速将 PSTs 清除到体外, 

具有清除速度快、清除率高等特点[17, 42]。根据 Bricelja

等[47]研究, 双壳贝类清除毒素速度大致可以分为: 快、中

速清除贝类(6.0%/d~17.0%/d)和慢速清除贝类(0.3%/d~ 

4%/d)。贻贝的最高清除速度(1 500.0 µg STXeq·kg–1·d–1)

和清除速率(17.4%/d) (见表 3)分别是其他四种经济贝类

的 8~15 倍和 1.3~5.4 倍, 属于快速清除贝类。贻贝大约

5 d 时间, 即可将 8 680.0 µg STXeq·kg–1迅速排除至限量

标准以下[42]。Katsushi 等[40]研究发现贻贝对 PSTs 清除

速度达 1 326.6 µg STXeq·kg–1·d–1(清除速率为 12.1%/d), 

远高于其他贝类。Ana 等[48]的贻贝 PSTs 清除实验研究

发现, 清除实验中的前 24 h 贻贝体内 PSTs 毒性便下降

了约 66.9%。以上研究结果都证明贻贝在不同环境条件

下都具有较强的毒素清除能力。 

2.1  环境因子对贻贝蓄积清除 PSTs 的影响 
海洋环境因子如温度、盐度、pH 等对贻贝的过

滤、摄食等生长生理活动有重要影响, 从而直接影响

贻贝对藻毒素的蓄积和清除。温度是环境因子中首

要影响因素, 高温同时降低毒素蓄积量并减缓毒素

清除速度。Ana 等[48]研究了温度对贻贝蓄积、清除

能力的影响, 结果表明 19 ℃条件下贻贝 5 天蓄积了

1 493.8 µg STXeq·kg–1 毒素, 而当温度升高至 24 ℃

时贻贝 5 天仅蓄积 661.9 µg STXeq·kg–1毒素, 蓄积量

降低了约 49.0%, 且毒素清除效率也显著降低, 残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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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贝类对麻痹性贝类毒素的清除规律 
Tab. 3  Removal of paralytic shellfish toxins by different shellfish 

贝类品种 PSTs 残留量/(µg STXeq·kg–1) 清除速度/(µg STXeq·kg–1·d–1) 清除速率/(%·d–1) 参考文献

贻贝 8 680.0 1 500.0 17.4 [42] 

贻贝 10 960.0 1 326.6 12.1 [40] 

栉孔扇贝 1 903.0 98.5 5.2 [41] 

牡蛎 1 138.0 106.9 9.3 [37] 

菲律宾蛤仔 969.2 130.0 13.2 [46] 

文蛤 8 840.0 177.4 3.2 [38] 

 
时间延长[20]。这是由于高温环境下贻贝对产毒藻的

摄食明显减少 [49-51]。研究表明, 24 ℃时, 贻贝的过

滤率降低至 19 ℃时的 1/6。此外高温诱发贻贝应激

反应, 其参与代谢过程的关键调节酶如糖酵酶丙酮

酸激酶(PK)等活性受到抑制 [49], 从而使得贻贝清除

率下降 [52-53]。 

不同盐度海水中贻贝毒素蓄积速率、蓄积含量

存在较大差异。研究发现盐度 25.7 时贻贝摄食最为

活跃 , 毒素蓄积含量也相应较高 [54-56], 但当盐度降

低至 5.0 时, 贻贝过滤海水速率显著降低, 毒素蓄积

能力减弱[57-59]。这是由于低盐度刺激贻贝产生应激

反应, 贻贝通过闭合外套膜以降低外界环境对生理

活动的影响 [21]。因此 , 在低盐度环境下 , 贻贝过滤

率、摄食率降低, 对藻毒素的蓄积能力降低。另外, 

研究表明 pH 降低至 7.5 时贻贝生长、代谢等生理活

动都会显著减慢。Ana 等[48]研究了气候变化驱动因

素(升温和酸化)对贻贝中 PSTs 蓄积代谢影响。结果

表明上述气候改变可导致残留毒素毒性降低但毒素

残留时间延长[60]。在 pH 降低至 7.3 时贻贝甚至可能

会直接死亡[61-63]。 

除温度、盐度、pH 会影响贻贝对 PSTs 的蓄积清

除外, 贻贝的种内/种间竞争等也会对贻贝的蓄积、清

除产生影响, 竞争会增加它们对食物的需求, 通过鳃

过滤更多的水, 因此 PSTs 蓄积量显著增加[62-64]。 

2.2  贻贝对不同产毒藻的蓄积能力评估 

研究表明, 产毒藻的毒性强弱、密度以及投喂方

式都能够影响贻贝蓄积毒素能力。我国东部沿海主要

优势产毒藻为 Alexandrium、Gymnodinium。由于藻毒

素来源不同, 贻贝的蓄积能力具有显著差异[45]。黄德

强等[65]研究发现贻贝对于 A.tamarense 的摄食率显著

低于无毒饵料藻。且 Lee 等[66]研究证明贻贝在毒性大

于 26 pg STXeq·个–1 时摄食率也降低为原来的 1/2。在

我国近海 PSTs 调查中[22, 67], 贻贝在 A.tamarense 赤潮

中的蓄积量比在其他产毒藻中的要高。因此, 贻贝的

蓄积能力受产毒藻种类、藻密度等因素影响。 

此外, PSTs 产毒藻的不同密度也会影响贻贝蓄积

PSTs。贻贝的摄食率一般随浮游植物密度的增加而升高, 

这是由于在较高食物密度下, 过滤同样多海水能够获取

更多食物[68]。Negri 等[69]对比密度为 2×105 个/mL 和

2×104 个/mL的蓝绿藻对淡水贻贝毒素蓄积影响时发现: 

暴露于密度为 2×105 个/mL 产毒藻中的贻贝体内 PSTs

毒性水平在2~3天就达到800 µg STXeq·kg–1, 而暴露于

2×104 个/mL 产毒藻中的贻贝 5 周后只有少量毒素被检

测到, 差异显著。赵俊梅等[68]的暴露实验也反映了类似

结果, 当产毒藻密度增加时贻贝摄食率升高, PSTs 蓄积

量增加。 

PSTs 产毒藻的不同投喂方式也会对贻贝蓄积

PSTs 产生影响, 连续投喂时贻贝蓄积量要高于定期

投喂时的[42, 70]。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贻贝长

时间处于较低密度的毒藻中, 毒素对其摄食不产生

抑制 , 贻贝能够不断从水中过滤藻细胞 , 毒素更容

易在体内累积。而定期投喂高密度的毒藻会使贻贝

对毒藻产生生理抑制[69], 并且会较快速把体内 PSTs

清除进水体中。 

3  贻贝对麻痹性贝类毒素的代谢转化 

3.1  贻贝对藻毒素代谢转化作用 

全球目前已鉴别的 PSTs 约 60 余种, 主要包括

四大类 : 氨基甲酸脂类毒素 , 包括石房蛤毒素

(STX)、新石房蛤毒素(NEO)和膝沟藻毒素(GTX1-4); 

N-磺酰氨甲酰基类毒素, 包括 GTX5(B1)、GTX6(B2)

和 C1-C4; 脱甲酰基类毒素, 包括 dcSTX、dcNEO、

dcGTX1-4; 脱氧脱氨甲酰基类毒素, 包括 doSTX、

doGTX2 和 doGTX3 等[42, 71]。除了常见的赤潮藻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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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素 , 更多的组分仅在贝类体内发现 , 为贝类的代

谢产物[72-73]。如图 1 所示, 贝类中常见的 PSTs 组分

间转化形式。 

 

图 1  贝类中常见 PSTs 组分间转化 

Fig. 1  Common inter-component transformations of Para-
lytic Shellfish toxins (PSTs) in shellfish 

注: 实线表示还原反应; 点虚线表示水解反应; 横虚线表示异构化 
 

Kim 等 [74]进行了 A.tamarense 中 PSTs 毒素组分

与贻贝中 PSTs 组分对比研究, A.tamarense 主要毒素

为 C2、GTX4, 贻贝暴露初期体内 PSTs 组分与藻细

胞中类似, 随着中毒时间的增加贻贝中主要毒素变

为 C1 和 GTX1, 分别是初始 C2 和 GTX4 的 2.1 和

2.4 倍, Wiese 等[75]和 Gracia 等[39]的研究中也得出相

似结论。但与扇贝、牡蛎等相比 , 贻贝体内 PSTs

的代谢转化率相对较低[76]。Choi 等[44]用只含有 C2

毒素的 A.tamarense(ATDP)对贻贝开展暴露实验 , 

净化阶段在贻贝内检测到了 GTX2/3 等毒素, 证实

了贻贝能够将低毒性的 N-磺酰氨甲酰基类毒素转

化成高毒性的氨基甲酸酯类毒素。于姬等[25]在体外

实验研究中同样发现在酸性加热条件下 N-磺酰氨

甲酰基类毒素(C1-4、GTX5 和 GTX6)易转化为 PSTs

组分中毒性最强的氨基甲酸酯类毒素 (GTX1-4、

STX 和 NEO)。Paulo 等[77]对链状裸甲藻(G.catenatum)

展开研究, G.catenatum 主要毒素为 C1-C4、GTX5、

GTX6, 而贻贝体内转化成了 dcGTX2&3、dcSTX 和

dcNEO。还原反应是贝类常见的 PSTs 转化反应, 且

还原反应后贝类中 PSTs毒性相对更高, 如 GTX2&3

还原生成 STX、C1&2 还原生成 GTX5、dcGTX2&3

还原生成 dcSTX[70]。邱江兵等[42]实验中表明 GTX6

的 N1 位羟基在贻贝消化腺中能够发生还原反应生

成 GTX5。 

近些年, 在 PSTs 检测中发现贝类中独有的 PSTs

代谢物, 如几种新的 STX 变体(M1-M4)[78-80], 在微

藻中没有发现过。根据这些化合物的结构和活性关

系, 推测可能是贻贝自体解毒的中间产物[81]。为了解

这些新代谢物的来源和生物转化途径, Ding 等[82]在实

验室条件下用两种 A.tamarense(ATHK 株和 TIO108) 

喂养贻贝, 结果表明 11-羟基-C2 毒素(M1)和 11-二羟

基-C2(M3)由 C2 转化而来, 11-羟基-C4 毒素(M7)和

11-二羟基-C4(M9)由 C4 转化而来。此外, M2、M4

和 M6 可能是 GTX2/3 的代谢产物, M8 和 M10 可能

是 GTX1/4 转化而来。这些研究都表明, 贻贝不仅可

以对藻中已存在的 PSTs 进行相互转化, 还可以产生

新的 PSTs 代谢产物, 且新型代谢物与贝类的解毒过

程有关。    

3.2  代谢转化过程中的影响因素 
酶类在 PSTs 的代谢转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

催化作用, 如表 4 所示, 主要包括氨甲酰水解酶、

磺基转移酶、氨基甲酰酯酶、N-氧化酶和谷胱甘肽

还原酶[42, 78, 83-85]。Lin 等[83]从贝类消化腺中分离纯

化了一种氨甲酰水解酶, 实现 R4 基团中氨甲酰基

(或 N-磺酰氨甲酰基)的水解。Yoshida 等[78]研究结

果表明磺基转移酶可将 3’-磷酸腺苷 -5’-磷酸硫酸

(PAPS)中的硫酸基团转移到 STX 和 GTX2&3 的

N-21 位氨甲基基团, 分别生成 GTX5 和 C1&2。卞

中园等 [84]表明氨基甲酰酯酶能够催化氨基甲酸酯

类毒素(STX、NEO、GTX1-4) C11 位上的氨基甲酰

基发生水解反应, 生成脱氨甲酰基类毒素(dcSTX、

dcNEO、dcGTX1-4)。邹迎麟等[85]在 PSTs 生物合成

中 检 测 到 N- 氧 化 酶 可 以 将 GTX2&3 转 化 为

GTX1&4。邱江兵等[42]进行了消化腺体外转化实验, 

发现贻贝消化腺在谷胱甘肽还原酶的催化下, 能够

促使 11α-表聚体毒素如 GTX1、GTX2、C1 向 11β-

表聚体毒素如 GTX3、GTX4、C2 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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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贻贝参与 PSTs 转化过程调节酶 
Tab. 4  Enzymes involved in PST conversion of mussel 

调节酶种类 转化类型 参考文献

氨甲酰水解酶 可催化 N-磺酰氨甲酰基类毒素部分水解生成脱氨甲酰基类毒素 [83] 

磺基转移酶 STX 和 GTX2&3 分别转化生成 GTX5 和 C1&2 [78] 

氨基甲酰酯酶 催化 STX、NEO、GTX1-4 分别水解为 dcSTX、dcNEO、dcGTX1-4 [84] 

N-氧化酶 催化 GTX2&3 生成 GTX1&4 [85] 

谷胱甘肽还原酶 促进 11α-表聚体毒素如 GTX1、GTX2、C1 向 11β-表聚体毒素如 GTX3、GTX4、C2 转化 [42] 

 
贝类中 PSTs 的代谢转化还受到 pH、温度和还

原剂(谷胱甘肽、半胱氨酸)等因素的影响。如在较高

温度和 pH 值条件下会加速 PSTs 的差向异构化[86]。

双壳贝类组织中毒素的生物转化除了化学和酶促作

用的结果, 也可能是由于存在于消化道中细菌转化

的结果。Kotaki 等[87]研究表明弧菌、假单胞菌能够

将 CTX1/2/3 和 NEO 毒素转化为 STX, 而且有氧条

件比无氧条件转化快。 

3.3  贻贝对 PSTs 的适应性机制 

研究表明, 贻贝体内的代谢靶器官内脏团会启

动抗氧化应激防御系统, 用于减轻 PSTs 带来的损

伤[45, 88]。PSTs 进入贻贝体内后, 将产生大量活性氧

(ROS), 引起生物体氧化应激, 导致脂质过氧化、蛋

白质变性、DNA 损伤等。内脏团和鳃组织内的抗氧

化防御系统中的抗氧化酶, 如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glutathione peroxidase, GSH-PX)、超氧化物歧化酶

(superoxide dismutase, SOD) 、 酸 性 磷 酸 酶 (acid 

phosphatase, ACP)等会被激活, 以消除 ROS, 减少损

害[41-42]。Qiu 等[89]研究 A.tamarense (ATHK)对贻贝抗

氧化系统的影响, 发现在毒素蓄积和清除期间, ROS

在贻贝内脏团中会迅速产生并消失, SOD 和 GSH-PX

活性增强, 有效清除贻贝体内超氧阴离子自由基和过

氧化氢(H2O2)。GSH-PX 还在贻贝体内起到脱毒作用, 

其能将脂类过氧化物还原为相应的醇, 并可以代替过

氧化氢酶(Catalase, CAT)将游离的 H2O2 原成水, 同时

催化谷胱甘肽(Glutathione, GSH)转变为氧化型[90]。粒

细胞分泌的 ACP 在抗氧化响应过程中活力增强, 鱼烟

酰胺腺嘌呤二核甘酸磷酸酶(nicotinamide adenine di-

nucleotide phosphate, NADPH)是一种还原型辅酶, 含

量降低, 部分 NADPH 可能参与了毒素的生物转化。 

血细胞在贻贝天然免疫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 

通过吞噬或包裹活的病原体来保护组织, 并通过炎

症过程修复由损伤、中毒和感染引起的组织损伤。

通过超微结构观察可以发现 PSTs 在暴露初期会造成

贻贝鳃组织柱状上皮细胞中线粒体和溶酶体增多且

聚集, 后期上皮细胞肿胀破裂, 黏液细胞大量释放粘

液颗粒, 细胞核萎缩变形, 严重时细胞坏死裂解[41]。

Galimany 等[86]研究贻贝的免疫反应, 发现血细胞向

肠内的渗出 , 推测是为了分离肠内有毒藻细胞 , 从

而将组织损害降到最低。Pousse 等[91]研究发现血细

胞能将有毒细胞包裹在消化道内 , 形成吞噬泡 , 吞

噬泡与初级溶酶体融合形成次级溶酶体, 次级溶酶

体内的 ACP 就会将其降解清除到体外, 从而减少藻

细胞与其他组织的接触。Bianchi 等[92]对贻贝进行免

疫功能实验研究, 发现 PSTs 暴露 3d后贻贝血细胞吞

噬功能显著增强 , 以减轻 PSTs 对组织的损害。但

PSTs 对贻贝生理活动的影响大多是暂时的, 且在长

期暴露于 PSTs 产毒藻后, 贻贝表现出了良好的生存

适应和免疫能力。 

4  结论与展望 

现有结果表明, PSTs 已成为危及我国近海生态

及贝类质量安全的关键因子, 其中尤以贻贝中 PSTs

风险最为严峻, 我国近海中不断检出且多次诱发中

毒事件, 亟需进行重点防控。国内外研究表明, PSTs

可以被贻贝快速蓄积并极易超过现有安全限量标准, 

随后在贻贝体内发生分布、代谢及转化等过程, 而环

境因素如温度、pH、盐度、种群密度及产毒藻种类

等能够影响贻贝的过滤率、摄食率, 从而改变贻贝对

PSTs 的蓄积率、蓄积量以及清除率。目前已经从藻

和贝中分离鉴定了 60多种 PSTs 及其代谢产物, 它们

的残留能力、毒性大小和靶器官等决定了贝类中

PSTs 的风险表征及危害程度。因此, 后续应侧重于

我国近海重点贝类增殖区, 摸清目标区域贻贝等海

洋贝类中 PSTs 基础风险规律和变化过程, 阐明贻贝

体内 PSTs 风险形成的内源过程及调控机理, 比较并

评估不同区域贻贝中 PSTs 风险大小, 并据此建立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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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性 PSTs风险防控技术, 提高我国贻贝中 PSTs风险

的主动防控能力, 保障消费者健康安全和产业可持

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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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isoning with paralysis shellfish toxins (PSTs) can cause death in shellfish, other fish, and other marine 

organisms as well as hamper the marine ecology and human health. Mussels are highly accumulative and serve as 

indicators of PSTs in foreign countries. In recent years, several cases of PST poisoning by mussel consumption in 

China have become the focus of safety attention. Therefore, understanding the mechanism of risk formation is es-

sential and urgent. This study evaluates the risk degree of PSTs in offshore mussels and other shellfishes in China 

and the accumulation effect of mussels on PSTs from different toxigenic alga sources,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on the accumulation and metabolism, and explores in depth the specificity of mussel accu-

mulation and metabolism. Furthermore, focusing on the expression regulation process of the mussel metabolic stage, 

our study clarifi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transformation functions, and modes. In future studies, we aim to focus 

on understanding the basic risk rule and change process of PSTs in mussels as well as other marine shellfish in cer-

tain target areas of China and establish regional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echnology for activ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PST risk in mussels of China. This will contribute positively and significantly toward protecting con-

sumer health and the marine e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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